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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以实证科学的标准对中国会计研究国际化成果进行了评析,并提供了基于

中国特色会计实践的理论构建逻辑,以丰富中国会计研究的国际化路径.实证主义认识论向

来强调实践在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通过猜想来构建解释和预测实践的理论,并以实

践对理论进行证伪,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唯一路径.西方会计研究的历史沿革充分体现了会计

实践在理论猜想和反驳中的重要作用,寓意了中国特色会计实践作为中国会计研究国际化价

值源泉的合理性.为此,文章根据中国会计实践在理论检验中的作用,将发表于国际期刊的相

关论文分为两类:支持型和反驳型,前者注重以中国会计实践对西方既有理论进行检验,其研究

目的是提供支持理论预测的经验证据,指出相关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后者则关注中国特色会

计实践,目的是提供与理论预测不一致的经验证据,强调相关理论用于中国的局限性.这些文

献尽管推动了西方既有理论的发展,但没有构建基于中国特色实践的新理论,从而对甄别中国

会计实践特色以及这些实践背后运行规律的帮助有限.文章认为,产权经济学以产权作为分析

工具,强调商业模式相对于制度的内生性,为我们从制度视角甄别和解读中国特色会计实践提

供了分析路径.文章最后分析了会计信息在关系型交易中的治理逻辑,指出根植于中国特色制

度的关系型交易模式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与西方市场化交易模式具有根本的不同,未来中国会计

研究的目标是提出一套概念框架和逻辑规则,解释和预测会计在关系型交易中的治理作用.这

不仅可以丰富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还可提高中国会计研究的国际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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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过近２０年的高速发展,截至２０１５年底,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和欧盟,位居全球第

二.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主要市场增长点.随着中

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并催生出兼具中西特色的一套会计体系.作

为一种商业语言,会计在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中国会计学术界对

中国会计问题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没有融入国际主流,制约了国际学术界深入了解我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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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对中国会计实践所做探索对全球知识体系的贡献.直到２０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部

分高校开始在研究生课程中引入实证研究方法,中国会计研究才逐步融入国际主流,中国会

计研究成果在知识储备上出现国际化的累积效应.

　　如果以国内主流专业期刊(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会计研究»等)发表实证会计

研究成果作为中国会计研究国际化的开端,截至目前,可按研究问题的性质将其发展历程划

分为模仿和创新两个阶段.在模仿阶段,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是运用中国资本市场数据,采用

与西方某篇或某类文献类似的研究设计,对其提出的研究问题进行重复检验,以判断西方既

有发现能否在中国再现.国内期刊在早期甚至现阶段刊发的许多论文都属于这种类型.由

于不是以原创问题作为研究导向,这类文献的最大缺陷是无法遴选真正重要的中国问题,且
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甚至无法对相关研究发现给出任何规律性总结(李增泉和孙铮,２００９).

　　随着国内学者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逐步熟悉,特别是一批在海外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陆

续参与中国会计问题的研究之后,以中国会计实践为素材且具有原创问题的学术论文陆续

发表于国际顶尖的会计与财务学期刊,标志着中国会计研究的学术价值逐步被国际同行所

认可.平均来看,国际期刊刊发的这些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学术规范和检验方法的严谨性上

均优于国内期刊的同类论文(叶康涛等,２０１５),特别是由于国际期刊在现阶段的全球影响

力,国内许多高校开始将国际期刊发表作为学者绩效的重要评价指标,进而推动了中国会计

研究的国际化浪潮.但会计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甚至是一种文化符号(Previts和 Merino,

１９９８),“中国会计问题”的学术研究不仅需要也应该体现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目前权威的国

际期刊主要由西方学者所创办和管理,其对中国特色问题的理解能力以及迎合西方读者需

求的选题偏好,可能无法保证遴选出真正重要的中国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内许多学

者对崇尚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研究导向,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对中国实践的指导价值持怀疑

态度(陈冬华和李真,２０１５).

　　随着国家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战略的逐步实施,国际化的学术评价机制已经

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引起学界热议.何谓有意义的中国会计问题的研究范式? 中国

会计实践与中国会计研究的关系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事关中国会计研究的国际化

进程,也直接决定着会计研究的国际化价值.为此,本文将运用实证科学的评判标准,对国

际会计专业期刊刊发的针对中国会计实践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一个基于中国

会计实践的研究范式,以期丰富中国会计研究的国际化路径.

　　现代会计学主流的研究方法属于实证哲学的范畴,该方法强调研究的目的是构建一套

逻辑规则,以解释和预测会计实践.实证理论的有效性只能通过该理论推断与实践的一致

性被证伪,而无法通过对该理论假设的真实性进行检验.现代会计理论的演进也表明了任

何一次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都源于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会计实践.从２０世纪五十年代实证

研究方法被引入会计学以来,会计理论主要借鉴了财务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五十年代

的有效市场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到八十年代的合约理论,相关研究一直围绕着会计有

用性展开.从信息观到合约观的转变,让我们对会计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了深刻的了解.
但目前的会计理论主要基于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以市场充分竞争和投资者理性预期为假设,
聚焦公司管理层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等之间的代理问题.据此构建的实证会

计理论催生了一批支持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的盈余管理证据.这与合约理论最小化交易成

本的合约选择逻辑相背离,实证会计理论需要从正面解读会计选择的逻辑以实现进一步的

突破.中国与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迥异的制度环境扩大了会计参数的差异性,为修正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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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发展新理论提供了机会,这也赋予了中国会计研究的国际化价值.

　　本文以会计实践在理论发展中的作用作为分析路径,对发表于国际期刊、以中国会计问

题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发现近一半的文献强调了中国专有数据对既有理论

进行检验的机会,其目的是提供与西方理论预测一致的经验证据.本文将这些文献称为支

持型文献.汇总这些文献可以发现,许多中国会计实践的运行规则与西方具有许多相似性.
例如,一些文献借助中国特色审计数据(包括事务所合并、审计师个人信息以及审计工作量

等)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审计行为进行考察,提供了中国审计师行为符合代理理论预测的经验

证据.另一些文献借助中国特色分析师数据(包括分析师佣金、实地调研和投行业务等)也
发现了与西方相关理论预测一致的分析师行为证据.同时,还有一类文献关注中国资本市

场会计行为与西方的巨大差异,其研究目的是对西方理论进行证伪,本文将这些文献称为反

驳型文献.这类文献主要聚焦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公有产权属性以及不完善的投资者法律保

护机制.例如,大量文献发现,由于受到预算软约束和政府干预的影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普遍缺乏对高质量会计和审计信息的需求.另外,海外上市、股权激励和会计稳健性等机制

在西方普遍用于降低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的代理冲突,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则主要用于

满足政府或官员的政治需求,而非公司的市场化行为.毋庸置疑,这些极具原创问题特色的

相关文献对我们了解中国会计实践的运行规律,特别是丰富既有理论的经验证据,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大力推动了中国会计问题的国际化研究进程.

　　然而,若我们承认反驳型文献的经验发现,则支持型文献的结论是否描述了中国上市公

司会计行为的主旋律就值得怀疑.给定中国上市公司与西方上市公司所处制度环境的重大

差异,公司治理问题与西方公司应有很大差异,因此有理由相信用于缓解代理问题的机制也

会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这些与西方理论预测一致的会计行为的背后支配力量可能与西方

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给定治理问题的根本不同,所需要的会计规则也会有所差异,以西

方理论选择会计实践的研究方法可能会遗漏真正重要的会计现象.反驳型文献虽然关注中

国会计实践中的中国特色,证明中国实践无法用西方现有理论进行解释,但是这类文献却很

少基于中国特色实践去修正理论或发展新理论,而是止步于对西方理论的证伪,且对中国深

层次制度规制的交易模式也缺少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类研究成果对中国会计实

践的指导意义,也削弱了中国会计研究国际化的价值.

　　本文认为更有价值的研究应立足中国特色会计实践,以修正既有理论或构建新理论作

为研究目标.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分析体系来帮助甄别会计实践中的中国特色,并建立会计

与交易之间的分析路径.产权经济学以产权为分析工具,强调交易行为内生于制度环境,并
构建了制度－治理－交易的理论架构,对我们从制度视角解读中国与西方会计实践的差异

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为此,本文建议未来研究可围绕会计在中国企业关系型交易模式

中的作用展开.与市场化交易模式依赖国家公共治理机制保障的平等竞争和市场价格进行

治理不同,关系型交易模式的治理依赖声誉等私有治理机制.无论是会计计量、信息披露还

是第三方鉴证,关系型商业模式的会计行为都与市场化商业模式具有很大的差异.根据关

系治理目标和治理机制的不同,关系型商业模式可区分为政商关系和商业关系,前者涉及的

政治人的流动性低,其主要目标是取悦上级而获取政治晋升,而后者涉及的经济人则以提高

交易对方对其维护关系的专有投资的估值作为治理的目标.会计信息在关系型商业模式中

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维护网络内部人之间的治理,还可被关系人用于网络内部人与外部人之

间的交易,以提升整个网络的价值.简言之,以实现关系价值最大化作为会计选择的逻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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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中国特色会计理论构建的一个方向,也是中国会计研究国际化的价值所在.

　　本文其他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实证科学方法的基本内容,并描述当代会计理

论的进展;第三部分根据中国会计实践在研究中的作用,对发表于国际专业会计期刊的相关

文献进行评析;第四部分给出基于中国特色会计实践的理论构建路径;最后进行总结.

二、当代会计研究的方法论:实证科学方法

　　(一)实证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

　　研究属于认识论的哲学范畴,其目的是发现(discovery),即创建理论,以帮助我们理解

世界的运行.从哲学意义上讲,研究涉及三个问题:何谓理论、理论的作用以及理论验证.
尽管在历史上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出现众多的哲学流派(参见 Houseman(２００７)及 Ryan
(２００２)的汇总阐述),但截至目前,主流的会计研究方法仍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范畴.逻辑

实证主义认为任何有意义的命题(即理论)均来自且需要经受独立于任何个体心智的经验的

检验.但该范式在具体实施中遇到两个难题:(１)如何对验证规则本身的经验性进行检验?
(２)如何穷尽所有的检验? 上述两个难题被 Friedman(１９５３)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

提出的工具主义和Popper(１９５６)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提出的证伪主义所解决,并成

为现代经济与会计主流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根据Friedman(１９５３),实证经济学的目的是

构建一套理论,以解释和预测尚未被观察到的经济现象.① 所谓理论,从语言意义上就是一

套“文档系统”,其评判标准在于其完备性和简洁性;从逻辑意义上则是一系列推理规则,只
能通过其推断与经验的一致性加以评判,而不能通过对规则本身的真实性进行评价.特别

地,一个理论的有用性越强,该推理规则所依赖的前提(即“假设”)就越不真实,因为越是有

用的理论概括性越强,对现实的抽象程度也就越高.这类似于张五常(２００２)指出的“事实不

能解释事实”这一科学方法的基本规则.当然,在理论构建中,非真实性并非“假设”的选择

标准,而是取决于该假设对理论阐述的便利性和对理论进行间接验证的能力.Friedman
(１９５３)的思想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范畴,且用“工具主义”原则解决了经典逻辑实证主义对

于验证规则无法进行经验验证的哲学难题.

　　“不能通过检验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某个假说”,对我们构建基于中国会计实践的理论

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例如,对于许多研究发现与现有理论预测不一致的中国资

本市场现象,通常用中国资本市场以散户为主,从而与美国投资者相比缺乏理性来解释该理

论在中国资本市场的不适用性.其实,现代会计学和经济学的主流理论都以理性人作为推

理的基础即理论“假设”.该假设指出任何个体在决策中都能精打细算,以实现其行为选择

的效用最大化.在２０世纪五十年代,一批美国经济学家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发现现实中

的企业家并非那么“理性”,据此挑战边际效用理论.为了捍卫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AlＧ
chian(１９５０)运用自然界的“达尔文法则”(即优胜劣汰),从逻辑上论证了行为人真实动机在

解释经济现象时的无关性.他指出,由于竞争,经济系统会选择实际行为符合“利润最大化”
原则的企业生存下来,而无关该行为是源于“精打细算”还是运气使然.因此,现有的基于西

方背景的理论之所以被暂时接受,并非因为西方行为人真正理性,而是因为该理论的推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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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riedman(１９５３)没有明确提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实践.然而,他在对预测进行阐述时指出,预测并非仅针对尚未发
生的现象,也包括已经发生但尚未被观察到的现象,因此这里的含义就类似于对实践的解释.之后,许多方法论的文献都
将解释和预测并列为实证理论的主要目的(如 Watts和Zimmerman,１９８６).



有被经验所证伪.这意味着,简单以投资者成熟与否作为理论取舍并不科学.①

　　然而,逻辑实证主义仍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由于任何理论都属于全称陈述,而基于归纳

法得到的任何经验都只是单称陈述,从而无法保证一个理论被经验所证实.对于这个哲学

难题,Popper(１９５６)提出了证伪主义,指出任何有意义的检验都只能对一个理论进行证伪而

无法证实.只要该理论尚未与现有经验不一致,我们就可暂时接受该理论.这就是张五常

(２００２)关于“能够被事实推翻”是科学方法最重要原则的哲学基础.如果一个理论被事实推

翻了,我们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放弃该理论,寻求替代理论;另一种是对该理论的适用条

件进行修改,调整该理论的适用范围.例如,根据经典代理理论,当公司创始人卖出一定股

份给外部投资者从而产生代理问题时,代理人有动机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以降低代理成本.
然而,若我们在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发现企业上市后选择更高质量的审计师,则表明该理论

无法解释中国的实践.此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放弃代理理论,寻求其他替代理论;另
一种是修正该理论的适用条件.若选择后一种,我们可采用的方法是将该理论的推理前提

限定在民营企业,因为传统代理理论建立在私有产权机制基础上,而国有企业由于其公有产

权性质,公司高管的利益诉求或公司解决代理问题的路径可能与民营企业有很大不同,从而

导致该理论推断与现实出现了偏差.②

　　作为人类获取知识的工具,实证科学方法认为任何知识的增长都源于现有理论的推断

被实践所证伪,进而发展出新的理论.新理论首先以猜测的方式,围绕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

实践提出新的逻辑规则,然后提交实践被继续证伪,人类知识就在这个猜想与反驳的循环中

不断累积(Popper,１９６３).实证主义认识论特别强调经验或实践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即
辅助构建理论(猜想阶段)和对理论效度进行检验(反驳阶段).同时,实证主义认识论又要

求有用的科学理论必须对实践进行抽象,以事实解释事实属于adhoc的范畴,并非科学研

究的目标,有用的科学理论始终处于套套逻辑与adhoc之间.下文将用西方会计研究的历

史沿革来说明会计实践是如何推动实证会计理论构建和发展的.

　　(二)会计实践与实证会计理论的演进

　　与上述科学方法所规制的人类知识增长路径一致,实证会计理论上的任何一次突破也

都源于既有理论在解释特定会计实践时的无能为力,而新理论则基于该实践而被构建.

　　以解释和预测会计实践为主要目的的实证研究方法直到２０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才被引

入会计研究领域,并逐渐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Watts和Zimmerman,１９８６).２０世纪五十

年代之前,会计学者的主要任务是对会计实践进行描述,并以教学为目的对其进行归类.当

时主流的观点是会计信息无用论,其论证逻辑在于:由于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不同会计要

素的计量单位并不可比,导致汇总不同会计要素的财务报表缺乏可比性;同时,由于缺乏外

部监督,管理层出于私利动机对报表数字进行操控,进一步加剧了财务报表与真实情况的背

离.于是,会计学者关于会计规则的建议以提高财务报表可比性和防止管理层操控为主要

标准.然而,当时在财务学界出现了以解释实践为目标的实证财务理论,特别是有效市场假

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发展,对当时的会计无用论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是因为,根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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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非说理论构建需要非真实的假设,而是说理论的有效性不能根据理论假设的真实与否进行检
验.例如,张五常(２０１２)指出,“验证条件的假设一定要有迹可循,无论怎样简化,也一定要与世界的真实情况大致吻合.”
Coase(１９３６)也对既有经济理论假设与现实的脱节提出批评,认为有用的经济理论一定要建立在跟真实世界基本相符的假
设基础上.

从严格意义上讲,即使针对民营企业,基于西方制度背景的代理理论可能也并不完全适用.由于两国迥异的制度背
景(包括文化、习俗、法律等),人们解决代理问题时也会产生系统性差异.本文第四部分会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市场假说,会计信息并非资本市场唯一的信息来源,管理层并不能垄断所有的信息,从而面

临其他来源信息的监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则意味着,即使不能准确测度公司价值,只要提

供了与公司风险相关的信息,财务报告仍具决策有用性.为了验证该理论对会计实践的解

释能力,Ball和Brown(１９６８)首次以资本市场真实数据为基础,提供了会计信息具有价值相

关性的经验证据,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学术界对会计实践的认知方式.此后,一批会计学

者运用不同市场数据,从多个角度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发现.于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成为人们理解会计实践的理论工具.

　　而随着人们对更多会计实践的观察,该理论的解释力出现了不足.因为根据有效市场

理论,不影响企业现金流的会计选择无法左右市场价值,任何信息披露方式都会被资本市场

准确定价,所以管理层不会关心会计政策的选择.但与该预测不符,人们发现在特定时期

(如石油价格因战争而大幅上涨时),同行业多个公司的管理层通常会选择非常类似的会计

政策;另外,政府对会计准则的管制和利益集团在准则制定中的游说行为也无法被有效市场

理论所解释.２０世纪八十年代,一批会计学者开始将经济学领域中的合约理论引入会计研

究中,并以此构建新的理论对上述会计实践进行解释.Jensen和 Meckling(１９７６)以合约理

论为基础构建的代理理论对会计行为进行了新的解读.根据该理论,作为一系列合约的载

体,企业组织架构的选择以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为基本原则.会计报表和

审计报告可以降低股东和经理人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被用于管理层的

薪酬合约和债务合约.于是,为了最大化私人收益,管理层会选择将未来盈余提前确认的方

式来提高基于会计数字的薪酬或降低债务成本(即分红计划假说和债务合约假说).另外,
以“掠夺观”替代“公共利益观”的管制理论也对用于政治过程的会计行为做出了不同于有效

市场理论的推断.根据该理论,政治敏感型企业可以通过降低会计盈余,避免社会关注,从
而降低政治成本(即政治成本假说).以上就是当今流行的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Watts
和Zimmerman,１９８６).此后,对三大假说进行检验的会计文献成为主流,从多个维度提供

了支持上述假说(特别是分红计划假说和债务合约假说)的经验证据(Fields等,２００１;ArmＧ
strong等,２０１０).截至目前,人们对会计实践的认知仍以上述理论为基础.

　　尽管许多盈余管理的现象可以被上述理论所解释,但是依据合约理论的推理规则,会计

选择的首要标准是降低合约成本,而基于管理层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行为无疑提高了合约

成本.因此,盈余管理不应是会计治理的主导逻辑,否则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合约将会被其

他结构的合约所取代.这说明,若合约理论可以用于解释会计实践,则用于降低而非提高合

约成本的会计实践需要被重新认识.Watts和Zimmerman(１９８６)曾呼吁从国家准则和行

业惯例的对比中寻找和考察会计在降低合约成本中的证据,但截至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取得

重大进展.基于中国与西方市场的制度差异,中国会计研究有望突破现有理论,这也正是国

际期刊对中国会计问题有所青睐的学术意义.

三、文献分析

　　李增泉和孙铮(２００９)已对国内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汇总,①本文仅对发表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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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增泉和孙铮(２００９)对国内期刊截至２００７年度发表的以会计信息为研究主题的相关论文进行汇总,发现这些文献
无论是在自变量还是因变量的选择上都以西方文献为基础,很少引入中国特色制度变量,在理论上也通常直接套用西方文
献.根据本文作者的不完全统计,该文发表之后的一些国内期刊文献仍具有以上特点,除了少数文献外,绝大多数的文章
仍在炒西方文献的“冷饭”.



专业期刊、以中国实践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进行分析.本文限定了以下五本会计期刊作为文献

来源:TheAccountingReview(TAR)、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JAE)、Journalof
AccountingResearch(JAR)、ContemporaryAccountingResearch(CAR)、ReviewofAccounting
Studies(RAS),共计４４篇论文.如表１所示,上述专业期刊在２０世纪只有２篇针对中国问

题的文章刊发,但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明显增多,且呈加速增长态势,这
应该是供给(相关论文的学术规范)和需求(杂志对中国问题的兴趣)两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Piotroski和 Wong(２０１２)以及 Wong(２０１６)针对治理机制和信息披露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总

结,为避免重复,本文将对以会计(包括审计)为研究主题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在必要时直接

引用他们的结论.

　　根据实证研究的目的(构建理论和检验

理论),本文将相关文献分为两类:第一类运

用中国特有数据,为西方既有理论提供经验

证据(本文称作“支持型文献”);第二类基于

中国特色实践,挑战西方既有理论在中国的

适用性(本文称作“反驳型文献”).

　　(一)支持型文献

　　这类文献主要借助中国市场的独特数据,
对西方既有理论进行检验.这些理论要么尚

未接受经验的检验,要么在检验中存在许多计

量瑕疵.据统计,有１７篇论文属于该类型,主
要涉及三个主题:税收、审计和分析师.

　　１有关税收理论的检验

　　在既有文献中,以税收为主题的研究主

要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税务稽查和企

业纳税动机可能因具体规定的不同而与上述

国家有所差异.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税务稽查和企业避税行为成为一些文献

表１　国际会计期刊中国主题论文

年份 TAR JAE JAR CAR RAS 合计

已接受 ２ ２ １ ５
２０１６ １ ３ １ ５
２０１５ ３ １ ２ ６
２０１４ １ １
２０１３ ４ １ １ ６
２０１２ １ １ ２ １ ５
２０１１ １ ２ ３
２０１０ １ １ １ １ ４
２００８ １ １
２００６ １ １
２００５ １ １
２００４ １ １
２０００ １ １ １ ３
１９９９ １ １
１９９７ １ １
合计 １５ ９ ５ １１ ４ ４４

　　注:表中所列杂志的缩写如下:TheAccounting
Review(TAR)、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
mics (JA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JAR)、ContemporaryAccountingResearch(CAR)、
ReviewofAccountingStudies(RAS).

的研究对象.Chan和Chow(１９９７)是我们搜集到的最早发表在国际期刊的一篇论文.该

文主要描述了中国对跨国公司以避税为目的的内部转移价格进行税务稽查的一些特点.之

前,以内部转移价格进行避税的经验证据主要来自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有观点认为这

些发现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在税务稽查中缺乏足够经验和资源.另外,
尽管已有文献表明,跨国公司会依据各国制度规定灵活运用内部转移价格,但鲜有文献直接

检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如何应对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该文对为何聚焦中国提供了

两个理由:(１)据测算,中国未来(预测到２０１０年)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中国是

最大的FDI发展中国家.作者通过实地调研搜集了我国沿海地区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发生的

８１个案例,发现中小企业、低端技术行业、有形资产的转移以及特定国家和特定形式的投资

更容易被稽查.另外,持续亏损、盈利低下和当地投资伙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的联合投资也

更容易引起税务部门的关注.Chan和 Mo(２０００)运用类似的数据获得方法,以中国沿海地

区５８３个税务稽查案例检验了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司偷漏税行为的影响.尽管之前已有许多

针对美国公司税率如何影响公司偷漏税行为的研究,但缺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另外,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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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采用税率差异来检验该问题,该文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更容易控制内生性问题.因为

美国的税率差异取决于应税利润,而后者同时受到偷漏税行为的影响.文章指出,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末期,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我国给予了一些企业特殊的税收优惠,具体可归纳为

“两免三减半”(即盈利前两年免税,后三年减半).该文预期公司在优惠期前后的避税动机

最强,而在优惠期内则缺乏避税动机,检验结果支持了上述预期.

　　与上述两篇文章主要对现象进行描述不同,Chan等(２０１０)则试图利用中国市场提供的

独特数据,检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如何影响公司的避税行为.针对美国市场的研

究发现,推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更趋一致的税收规定降低了财务会计的信息有用性,但由

于缺少数据,尚没有文献检验该规定对企业纳税行为的影响.该文借助中国市场提供的特

殊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１９９８年之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以税务会计为基础,之后

则强调应用国际准则,从而导致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作者运用从税务部门获得的公

司应税利润和纳税调整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的２９４１个公司－年度样本进

行分析,发现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不仅增加了公司纳税中的违规行为,也降低了所得

税差异的信息含量.

　　２有关审计理论的检验

　　在１６篇(占所有论文数量的３６％)以审计为研究主题的论文中,有７篇运用中国资本

市场提供的独特数据,对西方既有理论进行了检验.这些独特数据包括事务所及审计报告

的特殊规定、审计工作量和审计师个人信息等.

　　现有关于审计师行为的文献主要以代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该理论以西方成熟市场为

背景,以投资者理性选择和市场充分竞争为论证前提,指出审计通过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
为投资者评价经理人业绩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西方许多文献通过考察投资者对审计意见

的反映来检验独立审计的价值,但没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公司对审

计意见的信息披露有限,且没有与年度报告同时披露,从而导致在对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进

行检验时可能遗漏重要的控制变量.与美国市场不同,中国上市公司不仅同时披露了审计

意见和年度报告,从而可以同时控制盈余、股利政策等投资者关注的重要信息,也对审计意

见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披露,这就为克服既有研究中的计量问题提供了可能.Chen等

(２０００)运用该研究机会,对我国A 股上市公司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发布的８４４份审计意见的

市场反应进行了检验,发现投资者对非标审计意见给予了显著的负面评价,但并没有对审计

意见的内容(即是否违背GAAP)以及不同的非标意见类型(即保留意见和带说明段的无保

留意见)进行区分,作者将其归因于投资者的无知或者不同审计报告实质上的无差异.该文

最后指出,上述发现提供了支持既有理论的经验证据,即独立审计对投资者具有重要价值.
该文在引言中指出,中国市场与发达国家在许多制度上都存在很大不同,包括国有控股、个
体投资者比重高、审计师缺乏独立性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审计价值在两个市场的巨大差

异.但作者并没有就此对既有理论提出挑战,而是将这些因素作为研究噪音,说明该结论对

美国市场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给定审计在降低代理成本中的作用,哪些特征会影响审计质量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DeAngelo(１９８１)首次运用资产专有性理论,从准租角度论证了审计师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

响,指出大公司存在更高的可挤占准租(即审计收费超过审计成本的金额),从而更可能提供

高质量审计报告.之后,一系列文献从多个维度比较了大公司与小公司的审计质量,得到了

符合上述理论预期的经验证据.然而,上述发现受到一些计量问题的困扰,包括无法分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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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独立性和审计能力、无法控制品牌效应和审计自选择等.与西方审计市场高度集中不同,
我国审计市场相对分散,事务所之间的合并非常普遍.事务所的合并虽会导致准租的即时

变化,但短期内不会对审计能力和事务所品牌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可据此直接考察准租

效应对审计质量的影响.Hung和 Wu(２０１１)以我国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发生的５９起涉及证券

业务从业资格会计事务所的合并事件为研究样本,以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

指标,发现事务所的合并并不必然导致审计质量的提高,只有当合并带来上市公司客户的数

量增加时,审计质量才会发生变化,该发现符合准租理论的预期.与该文不同,Gong等

(２０１６)同样运用我国事务所合并样本,检验了事务所合并对其工作效率的影响.关于该主

题,既有文献不仅研究样本数量偏少,且主要以审计收费来衡量审计效率,而审计收费与审

计效率的关系并不清晰,导致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受限.该文以私人渠道获得的审计工时作

为审计效率的衡量指标,对我国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发生的２１起涉及国际四大和国内前十大事

务所的合并事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事务所合并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与 Hung和 Wu
(２０１１)的发现一致,他们以公司错报衡量审计质量,同样得到合并以后审计质量有显著提

高.然而,若合并以后事务所审计效率有了显著提升,将此仅归因于准租的提升就显得有点

片面,因为合并也可能同时导致了事务所品牌效应和审计能力(即发现客户错报的概率)的
提升,进而无法分离准租效应.

　　法律风险是影响审计质量的另一重要因素.已有许多文献对审计师在不同法律体系中

面临风险的差异(特别是诉讼风险)如何影响审计师行为进行了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

相关关系.但由于缺乏数据,很少有文献从事务所组织形式的视角来考察风险与质量的关

系.我国资本市场在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发生的事务所脱钩改制为此提供了研究机会.该规定

要求之前挂靠政府部门的事务所必须选择有限责任和合伙制两种形式与原来的主管部门脱

钩.脱钩之后,事务所将作为独立法律实体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可以认为脱钩之后审计师的

法律风险显著提升.Firth等(２０１２)利用我国审计市场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５００７个公司－年

度样本,发现组织形式确实会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承担无限责任的合伙制中的审计师比有

限责任公司的审计师更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审计师个人特征如何影响审计行为,是近期文献的一个研究热点.理论上,审计师个人

特征是否影响审计质量并不清晰.一方面,审计的具体过程是由审计师实施的,直观上审计

师个人特征会对审计行为有影响;另一方面,公司的质量控制体系则可能会约束审计师个人

意志对审计结果的影响.因此,审计师个体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是一个经验命题.在美

国以及一些主要市场经济体,审计师个人信息并不被要求必须披露,因而一直缺乏针对该问

题的经验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则不仅包含事务所信息,签字审计师的姓名也被

要求强制披露,这就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机会.Gul等(２０１３)首次运用中国市场数据,检
验了审计师个人特征对审计行为的影响.他们以审计报告的稳健性、非正常应计以及微盈

概率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发现审计师个人特征变量的加入显著提升了审计质量决定

模型的解释能力,并可归因于审计师的教育背景、审计经验、政治关联等.之后,一系列文献

运用我国资本市场提供的独特数据,从多个角度验证了审计师个人特征对审计行为的影响.
例如,Huang等(２０１５)基于审计师个人跳槽数据,发现签字审计师变更当年引起了审计收

费的变化,提供了审计师个人层面的LOWBALLING 证据;Chen等(２０１６)对审计师更换

数据的分析提供了审计师个人层面存在审计意见收买的经验证据;Li等(待发表)则将西方

文献发现的审计失败的传染效应拓展到审计师个人层面,发现审计失败主要在审计师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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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事务所层面进行传染.Lennox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６)以私人渠道获得的审计调整事项作为审

计质量的衡量指标,分别检验了签字审计师轮换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审计质量对会计质

量的影响两个问题.审计调整作为审计工作的主要内容,反映了审计师与上市公司在会计

处理上的差异,更能反映审计质量.他们研究发现,签字审计师轮换显著提升了审计质量,
表现为轮换后审计调整显著增加;同时,审计质量也显著提升了会计质量,说明了审计调整

作为审计质量衡量指标的合理性.

　　３有关分析师理论的检验

　　作为重要的信息中介,分析师通过挖掘私有信息和解读财务报告,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

决策有用信息,也对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西方大量文献围绕分析师的信

息来源、研究报告的信息含量、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等多个方面对分析师行为进行了研究,
提供了分析师如何发挥信息传递作用的经验证据.

　　与管理层接触是分析师获取私有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西方有文献通过分析投资者见

面会和电话会议等事件,提供了分析师从管理层获取私有信息的直接证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从２００６年开始要求深交所上市公司必须上报分析师到公司实地调研数据,并从２００９年

开始在公司年报中披露.与上述事件不同,实地调研不仅可以通过与上市公司高管的交谈

获取信息,还可以通过考察公司经营场所等捕捉年报及与公司高管沟通中无法获得的“硬信

息”.Cheng等(２０１６)利用上市公司披露的这些信息,考察了分析师调研对其信息获取能力

的影响.他们发现,相对于跟踪同一公司但没有调研的分析师,以及同一分析师跟踪但没有

调研的其他上市公司,分析师调研后出具的盈余报告更为准确,且具有更多的信息含量.他

们还发现,该现象在制造业和重资产的上市公司以及非当地分析师样本中更为显著,从而验

证了“眼见为实”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

　　由于分析师对投资者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且可通过多种方式从上市公司或机构投资者

处获取利益,分析师与投资者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一个被众多文献关注的现象是,当分

析师所在券商同时是上市公司的承销商时,分析师更可能对该公司发布乐观的研究报告.
该现象尽管符合利益冲突的理论预期,但也可能源于分析师无私利动机的乐观判断.中国

资本市场一项特殊的制度规定为区分上述效应提供了研究机会.我国上市公司IPO 时的

发行价格长期被严格管制,券商和公司在定价中的自主权很小,但从２００９年７月证监会开

始放松管制,IPO 价格可由公司和券商根据市场情况自行确定.可以预期,若关联分析师

发布乐观评级的动因是为了维护券商声誉,则在自由定价之后发布乐观评级的概率要显著

高于价格被管制时期.Huyghebaert和 Xu(２０１６)以我国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９６９家IPO 公司

为样本,对关联分析师在IPO 之后的行为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IPO 定价被管制时

期,承销商关联分析师的评价报告并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分析师的显著差异,但在放开之后承

销商关联分析师的报告显著较乐观.该发现符合利益冲突的理论预期.

　　对于分析师乐观盈余预测的解释,除了取悦管理层、获取承销业务等动机外,也有文献

从机构投资者角度进行解读,提出了交易压力和佣金压力两个假说.前者是指分析师通过

发布乐观评级诱导投资者交易以获取交易佣金,该假说建立在卖空机制缺失的前提下;后者

则是指机构投资者通过交易佣金的分配迫使分析师对其所投资股票发布乐观的评级意见.
尽管交易压力假说已经被相关文献所证实,但由于缺乏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佣金数

据,后者一直缺乏经验证据.在我国,公募基金不仅要求在季度报告中披露前十大重仓股

票,还要求在半年度和年度报告中披露交易佣金的详细分配情况.这就为检验上述问题提

３１

李增泉:关系型交易的会计治理



供了机会.Gu等(２０１３)以及Firth等(２０１３)运用该数据对机构投资者与分析师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分析.两篇文章均发现,当基金重仓持有某股票时,从该基金获得佣金的分析师更

有可能对该股票发布乐观的投资评级,提供了支持佣金压力假说的经验证据.

　　综上分析,支持型文献运用中国会计实践,总体上提供了支持一些基于西方市场构建的

理论的经验证据.这说明现有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也说明一些中国会计实践的形成

逻辑与西方市场具有共性.

　　(二)反驳型文献

　　与支持型文献立足于为既有理论提供经验证据不同,反驳型文献以中国特色会计实践

为研究对象,目的是证伪现有理论或发展新理论.在４４篇文献中,近６０％(２６篇)属于该类

型.这些文章关注的理论通常在西方已有足够多的经验证据,但是由于中国某些特殊制度,
这些理论不一定适合中国,文章以提供与既有理论预期相反的经验证据作为研究目标.这

些文献关注的制度依据其层级可分为规章类制度和综合性制度.

　　１特殊法规的影响

　　中国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依赖行政性法规而非正式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行

为.这既可能源于我国法律体系整体上发展滞后(包括立法和执法),也可能与我国转型经

济的特点高度相关.Pistor和Xu(２００５)引用交易金额、上市公司市值以及投资者数量等指

标来证明其关于我国行政管制成功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市场化机制相比,行政管制

中的官员偏好和信息匮乏更可能引致企业进行寻租活动(Krueger,１９７４).行政管制对我国

上市公司会计行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证监会对公司融资资格的遴选标准上.在我国资本市

场发展早期,监管部门明确以额度制在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分配IPO 和再融资资源,并规

定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公司融资的必要条件.之后虽然放弃了额度制的审批方式,但始终

没有放松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管制,截至目前,仍坚持将公司的融资条件和发行价格与会

计指标直接挂钩的行政规定.

　　这说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司融资主要通过市场机制,交由发行者与购买者自由协

商不同,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主要由政府决定,发行者与购买者之间的协商以政府审批

为前提,因此有理由预期我国上市公司将以满足监管部门规定的融资资格作为会计选择的

主要标准.Aharony等(２０００)对我国资本市场早期上市公司为满足监管要求而实施盈余管

理的行为进行了考察.该时期的上市公司主要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并由当地政府部门在

国家下达的额度内予以遴选.他们的研究表明,为了达到规定的融资条件,竞争性行业的上

市公司在上市前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而由于国家政策倾斜,保护性行业的上市公司不太

依赖会计信息来争取融资资格,因此很少出现盈余管理行为.该研究提供了企业为满足行

政管制而通过会计选择进行寻租的经验证据.Chen和 Yuan(２００４)以及 Haw等(２００５)则

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实施额度制时期,将１０％的净资产收益率作为配股资

格线的制度规定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行为.他们的研究均提供了上市公司为达标而进行盈

余管理的证据,并发现监管部门对盈余管理具有识别能力(即盈余管理越严重,越容易被否

定),从而提供了管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的经验证据.Hou等(２０１５)研究了股

改期间我国上市公司为配合支付对价做出的业绩承诺如何影响公司的会计行为.他们发

现,为降低对价而做出业绩承诺显著促使公司实施盈余管理,符合控股股东通过会计选择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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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小股东利益的理论预期.①

　　以上文献虽然针对中国特色制度规定,但仍遵循当前实证会计理论的分析逻辑,即会计

信息被管制合约使用,进而诱发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并没有分析公司的会计行为在行政

体制与市场机制下有何不同,因此提供的经验证据并没有证伪现有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类文献与支持型文献在看待中国会计实践的作用上差异不大.

　　２综合制度的影响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不同,我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股权高度

集中,政府或家族通常在公司中具有绝对控制权.这与我国资本市场被政府赋予的发展目

标高度相关.２０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建立资本市场是国家改革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其目的是帮助国有企业(特别是亏损的国有企业)从市场筹措发展资金,这也是上述政府管

制融资资格的制度根源.因此,在资本市场发展早期,只有国有企业被允许发行股票.后

来,随着国家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改革战略实施,大量家族持有的中小企业也被鼓励上市.
截至目前,尽管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但从市值规模来

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比仍超过６０％(Wong,２０１６).需要注意的是,与 LaPorta等

(１９９９)提出的法与财务的理论不同,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后的集中股权并非法律体系对投资

者保护不利所引起,更可能是政府赋予企业的政治目标使然.因为相关法规明确国有企业

改制上市时,政府控制股权的比例不得低于３０％,特别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国
有股权比例甚至不得低于５０％(李增泉,２００５).尽管此后的股权分置改革中,由于支付对

价导致政府控股比例有所下降,但政府仍掌握着这些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给定政府在这些

上市公司中的控制力,我们可以认为上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请参

见 Wong(２０１６)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因此,许多文献从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差异的视角来

分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会计行为.与私有产权相比,公有产权更可能被政府用于政治

目的,从而参与市场化竞争的动机较弱,运用会计信息解决传统代理问题的需求较低.目

前,关于公司会计选择的相关理论主要基于私有产权,那么这些理论所预期的公司会计行为

是否适用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为此,许多文献试图从政府干预视角证伪现有理论.

　　DeFond等(１９９９)对中国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审计市场的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独立审计准则

的颁布,国际四大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显著提升,但其市场份额却显著下降,这与现有理

论的预期并不一致.根据代理理论,高质量的审计是降低代理成本的保障,审计质量的提高

应提升市场价值,进而带来更大的市场份额.作者对这种背离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作为市

场主体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缺乏高质量的审计需求,导致国际四大的市场份额下降.Wang
等(２００８)进一步检验了产权特征对公司审计师选择的影响.该文基于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的

５７５９个公司－年度样本,发现近一半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选择当地小所作为审计机构,前
十大事务所的市场份额不足１/４.他们对该现象提供了三种解释:国有控股公司缺乏高质

量审计需求、当地小所拥有专有知识以及当地小所与国有企业合谋.受数据限制,文章并没

有提供能够区分这三种解释的经验证据.Chan等(２００６)以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的６５３１个观测

值为研究样本,发现当地会计事务所对当地政府部门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可能出具标准审计

意见,且收到非标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转为聘请当地所后也更容易收到改善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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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果表明,当地所受到政治压力,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出具了低质量的审计报告.与以上

文献的发现不同,Fang等(待发表)对企业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的分析则表明,当上市公司隶

属于企业集团时,为了消除外部投资者对公司通过关联交易侵占其利益的担心,公司会选聘

更高质量的审计师(前十大会计事务所),而且这类公司获得了相应的市场回报,表现为更低

的权益融资成本和更高的关联交易估值.尽管文章控制了产权性质的影响,但由于绝大多

数的企业集团隶属于国有产权,该结果可解读为公有产权有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但也有许多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不足.例如,Chen等

(２０１３)以及 Ke等(２０１２)发现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薪酬与会计业绩的关系并不显著,
说明会计业绩并没有被公司用于管理层的薪酬合约;Chen等(２０１０)则从债务合约的角度分

析了国有企业中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发现债务融资显著提高了民营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但对

国有企业却没有影响,特别是当这些债务来自国有银行时,上述效应更为明显,说明国有企

业中的债务合约不依赖会计信息;Chen等(２０１１)从审计师选择视角分析了产权性质如何影

响会计信息和企业权益融资成本的关系,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同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存在显著差异,并对公司的权益融资成本具有重要影响,但上述效应在国有企业中不存在.

Du等(２０１２)以国资委对６３家央企高管的考核为研究样本,发现当高管具有政治背景、企业

的政治级别较高或者企业承担了较多的政府战略目标时,上级部门会赋予该央企高管较高

的主观评价分,该发现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国有企业对会计信息的依赖性较低.Hung等

(２０１２)从独特视角分析了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他们以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发行上市的

１０１８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当高管具有政治背景时,公司更有可能在海外发行股份,并且

尽管上市后的业绩更差,但这些高管在上市后的升迁概率却更高.该结果说明将海外上市

作为管理层自我约束机制的相关理论并不适用于国有上市公司.

　　为了分析公有产权对会计行为的影响,有文献直接将政治体制变量纳入了检验模型.

Yang(２０１３)利用审计师参与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发行的制度规定,检验了审计师政治关系对

其行为的影响.该文以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来自１９家事务所的４２名审计师参与股票发行的

IPO 公司为样本,发现在合伙人担任发审委委员后,该会计事务所的IPO 市场份额和审计

收费显著提升,且其客户在IPO 之后的业绩显著低于其他公司.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结

果主要存在于独立性较低的小所.该现象符合两种解释:(１)审计师利用其政治关系,熟悉

管制流程,帮助客户粉饰申请报告,提高过会率;(２)审计师利用政治关系,游说其他官员,帮
助客户取得融资资格.但两种解释都表明在管制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对审计师的需求迥异

于代理理论的预测.Piotroski等(２０１５)则针对党代会和官员晋升两类政治事件,检验了政

治干预对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官员有关联的上市公司在政治敏感期会

延迟披露坏消息以营造更有利的政治环境.根据代理理论,上市公司需要及时披露坏消息

以帮助外部投资者更好地监督公司经理.但该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会计选择逻辑不符合

代理理论的预期,而只能从政治视角进行解读.Kim 等(待发表)发现政府可以通过干预媒

体来影响国有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提供了政治行为影响企业信息披露的经验证据.

　　除了产权性质,一国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等也会对公司会计行为产生影响.
这些制度变量通常难以量化,但一些文献基于我国不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运用巧妙

的研究设计,发现了一些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会计行为.例如,Ke等(２０１５)对国际四大

会计事务所在中国AH 公司(同时发行A 股和H 股)和A 股公司(仅发行A 股)中的审计

行为进行了对比,发现即使同样由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AH 股上市公司的审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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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显著高于A 股公司,并且国际四大分配了更有经验的审计师给AH 股公司.由于该文设

计很好地控制了国家层面的各种制度变量的影响,该结果清晰刻画了市场需求对审计质量

的影响,即当面对低质量的审计需求环境时,即使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也不会提供高质量的

审计服务.Chen等(２０１０)对我国市场法律制度变迁的研究同样表明,审计质量随市场环境

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也有文献发现当公司所处的经营环境没有根本变化时,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并不

能显著影响公司的会计行为.例如,Chen等(２０１６)以美国市场的中国概念股为研究样本,
发现根植于中国经营环境的上市公司即使面临较严厉的监管环境,也不会提供高质量的会

计信息,说明经营环境对企业会计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He等(２０１２)对我国２００６年实施的

国际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发现旨在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公允价值会计却被

我国上市公司用于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

　　与产权特征、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等正式制度不同,文化、习俗、礼仪等非正式制度对会

计行为的影响具有更强的粘性.但由于受到可度量性的影响,该领域长期以来缺乏经验证

据.近年来,随着一些数据库(如BoardEx)的陆续开发,社会关系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开始

引起学者的关注.无论是对不完善的正式制度的适应,还是根源于古老的文化传统,我国社

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关系型特征被普遍认可.Guan等(２０１６)以我国上市公司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

的５０４０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样本,发现近１０％的公司高管与签字审计师具有校友关

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关联审计师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但提供了更低质量的审计服务.
该结果说明社会关系的利益互换定格了我国的审计市场,也证明了中国上市公司对高质量

审计的需求不足.

　　(三)文献小结

　　中国许多会计实践与西方既有理论的推断一致,表明这些理论对中国实践具有一定的

解释能力;然而,也有经验证据表明,中国仍存在大量西方理论无法预测的特色会计实践.
这些文献对我们理解中国会计实践和在国际层面丰富会计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科

学方法的评判规则来看,支持型文献提供了支持既有理论的经验证据,但这些文献不是以解

释中国会计实践为研究出发点,对中国会计实践的选择就不一定以重要性作为标准,从而很

难保证其发现的规律是主导性的.Coase(１９７７)指出,经济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掘支配

经济运行的主要力量.以借助中国审计师个人层面信息对相关审计理论进行验证的文献为

例,尽管这些文献都表明审计师个人特征对审计行为有影响,但从许多反驳型文献的发现来

看,由于某些特殊的制度背景(包括公有产权、政治、法律、市场机制等),中国上市公司整体

上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且表现出显著的政治嵌入性特征.这意味着中国审计行为中

所表现的审计师个人特征可能并非支配性力量.当然,若已有文献发现了支配性力量,这种

“舍本逐末”的选题标准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审计行为的理解,但在对中国审计实践主导性规

律缺乏足够认知的情况下,以检验西方既有理论为研究动机的支持型文献实质上放弃了促进

我们知识增长的更好机会.另外,由于缺乏对深层次制度的关注,即使相关发现与既有理论的

预测一致,该理论在西方实践中的解释力也不一定会减少而被反驳.这也是许多支持型文献

都要特别讨论其结论是否具有一般性的原因.

　　虽然反驳型文献承认中国会计实践的特殊性,但绝大多数文章的研究动机仍然是证伪

西方既有理论,很少有文献针对这些特色实践对既有理论进行修正以发展新的实证理论.
例如,根据代理理论,审计的作用在于降低代理成本.国际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的份额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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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了代理理论.相关文献提出的公有产权缺乏高质量的审计需求可以解释该现象,但该

解释没有分析中国企业用什么方式来降低代理成本,也没有分析国际四大为何能够在中国

生存,即没有提供针对中国审计实践的逻辑规则.换句话说,若没有西方审计行为做对照,
这些文献针对中国审计行为的检验就失去了“靶子”.然而,正是这些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

中国特色实践才孕育着新理论的发展机遇.由于会计的应用属性,本文相信该机遇具有必

然性.当然,唯有存在这种必然性,中国会计研究的国际化才会对人类知识的增长做出更大

贡献.另外,现有文献对中国特色会计实践的解读也主要聚焦于公有产权,而对政治、法律、
文化、习俗等更深层次和更综合制度的关注较少,特别是缺乏从上述制度规范下的企业交易

模式视角来解读会计实践.而所有这些制度变量对会计选择的影响逻辑都是中国特色会计

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容.下文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四、基于中国会计实践的理论突破

　　(一)立足中国特色会计实践

　　实践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Barkema等(２０１５)梳理近六十年的文

献发现,管理学的主要理论是在２０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创建的,这得益于当时西方管

理实践的创新和学者解释管理实践的研究动机.之后的管理学研究主要聚集于理论本身而

非从实践问题出发,从而阻碍了理论范式的发展.为此,本文认为中国会计研究应立足于中

国会计实践,并将中国特色的会计实践作为会计研究国际化的突破点.鉴于当下主流的会计

理论都在西方制度环境下创立,并经西方会计实践的不断检验而被接受,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应

首先以中国的会计实践对上述理论重新证伪,然后针对中国特色的会计实践构建新理论.

　　那么,如何鉴别和归类会计实践的中国特色呢? 我们需要一个分析路径.Wong(２０１６)
提倡“TopDown”的研究框架,即制度－市场－企业的逻辑体系,该体系可以帮助我们跟踪

国家层面的制度特征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而从根本上辨别不同国家之间企业行为差

异的制度诱因.该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与西方企业迥异的治理机制是

我国法律、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的产物,显示了该体系在分析中国治理机制时的有用性.其

实,“TopDown”研究框架的理论根源是产权经济学(又称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成本经济

学).该理论体系以产权作为分析原点,强调制度对交易成本和合约结构的影响.WilliamＧ
son(２０００)总结了制度的四个层级,即嵌入机制(即文化、习俗、礼仪、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制
度环境(即法律、政治、官僚等正式制度)、治理机制(即组织结构、合约等交易机制)、资源配

置(即价格机制和交易行为),并强调了以上四个层级的层层递进关系和各自的变迁方式.
其中,嵌入机制最具粘性,稳定性以１００－１０００年计.

　　与西方会计理论所依据的代理理论不同,产权经济学更强调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和非

正式制度的分析,并将制度变量直接纳入分析模型中.作为产权经济学的具体运用,代理理

论以西方市场机制为背景,强调在充分竞争和投资者理性预期的前提下,资本结构对公司代

理问题的影响.作为独立于市场主体的行为人,政府在构建市场体系中发挥作用.而与此

假设不同,政府在我国的作用不仅表现为构建公共机制,而且以市场主体身份直接参与企业

交易.由于国家权威、强制力和垄断性,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并非处于同等地位,此时,代理

理论依据的交易主体公平竞争假设就不存在了.虽然不能以假设的真实性来评判理论的有

用性,但由于产权经济学可以方便地将政府行为纳入分析模型中,且上述文献分析表明,基
于代理理论的许多会计理论已经被中国会计实践所证伪,因此本文建议中国会计理论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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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可以产权经济学为基础.产权经济学以探究企业行为的决定机制为研究目标,并将其根

源锁定于几乎亘古不变的嵌入性非正式制度,这就为我们从根本上鉴别中国会计实践中的

中国特色提供了分析路径,使得对既有理论的间接检验成为可能(即逻辑分析),也为构建基

于中国特色实践的新理论提供了猜测方向.下文将简介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并尝试将

会计纳入其理论体系中,分析中国特色制度对会计的影响.

　　(二)会计与产权经济学

　　产权经济学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畴.按照 Lakotos(１９７８)对研究范式的定义,产权经

济学保留了传统经济学的硬核,即均衡、稳定性偏好和理性三个假设,但在保护带上引入交

易成本对交易行为的约束内容进行了修正,并将交易对象从仅具价格和数量特征的商品更

换为包含收益权、使用权和转让权的权利束(即产权).其分析逻辑是,任何交易都是产权的

交换,因产权计量和执行而产生交易成本,交易方式内生于交易成本最小化.

　　在上述体系中,产权是一个核心概念.所谓产权是指对特定资源所拥有的一种权威,该
权威允许所有者以任意非禁止性的方式使用该资源.这里的禁止性使用方式是指所有者获

取该产权时的约定(Alchian,１９６５).一项产权是一簇权利束,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三个方面.其中,转让权是合约的关键.因为只有产权可转让才可以实现行为人收益与成

本的匹配,并保证产权使用的专业化.Alchian(１９６５)认为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根本差异

源于产权可转让性的不同,不可转让性使公有产权的经济效率比私有产权要低(但并不排除

公有产权在其他方面的作用).产权决定了资源的竞争方式,界定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利

益分配和成本分担机制,形成人们对经济交易的预期,以应对资源稀缺问题.

　　交易成本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寻找交易对象、谈判、竞价、签订和监督合约等,但总体上

可将这些成本归结为计量成本和执行成本(Demsetz,１９６４).产权经济学放宽了计量的内

容,交易物品不仅包含价格和数量两个维度,还需要从该物品的使用、收益和可转让性等维

度上同时测度.为了降低计量成本,交易双方会采用委托量近似测度,并在合约中增加补充

条款来降低委托量不准确带来的不良后果.例如,由于秘书的工作杂且准确计量成本高,公
司通常以工作时间作为薪酬支付标准,并对其工作形式和内容有诸多“指导”.Cheung
(１９８３)通过对大量合约结构的考察,发现任何使用权的让渡都源于无法对产权进行准确计

量.计量成本对合约结构的影响也是 Coase(１９３７)以及 Alchian和 Demsetz(１９７２)关于企

业成因的论证逻辑,他们指出企业的出现通过对市场的替代降低了特定交易的计量成本.

　　除了计量,产权的交换也需要保证各方的约定权利,即执行产权.若产权的执行无法得

到保证,则产权的价值就会受损,甚至产权的交换受到阻碍.产权的执行有两种方式:私人

机制和公共机制.法律、习俗、礼仪等公共机制都会对产权的执行产生影响,而当这些公共

机制无法对产权提供足够保护时,交易双方将会投资建立私人履约机制.例如,LaPorta等

(１９９９)的研究表明,当国家法律体系无法对投资者权益提供足够保护时,投资者会采用集中

股权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

　　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可从交易的特征进行考察,包括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有性

(Willamson,１９７９).其中,资产专有性的影响最为根本.所谓专有资产是指具有特定用途

的资产,该资产次要用途的使用价值极低,即存在所谓的“可挤占准租金”.一旦交易内容涉

及专有资产,交易成本会极高,因为交易双方都有可能被对方“套牢”.为此,涉及专有资产

的交易需要专门的治理结构.其中,支付交易溢价的长期合约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交易对

方的不诚信,但当资产的专有程度高到溢价不足以补偿违约利益时,垂直一体化就成为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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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选的治理机制(Klein等,１９７８).长期合约中的交易溢价源于对方针对交易的抵押投

资,这种抵押投资通常以专有资产的形式出现,即以专有投资治理专有资产(Williamson,

１９８３).例如,消费者购买耐用消费品时通常会选择有声誉的卖家,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这里的声誉实际上就是卖家为承诺不会欺骗消费者而发生的广告或营销支出等专有投资,
因为该投资的回报高度依赖于投资者对其产品品质的认可程度,一旦消费者对其产品质量

产生不满而停止购买,所有这些投资将无法收回,正是这些不可收回的投资保证其质量是可

信的(Klein和Leffler,１９８１).总之,给定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资产专有程度的提高会推

动交易方式由市场模式到关系模式的转换.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交易方的身份属性,前者

对交易各方的身份没有要求,而后者则限定特定的交易对象,其身份来源于针对交易进行的

专有投资.换句话说,市场化交易即非人格化交易,关系型交易即人格化交易.

　　作为界定和执行产权的公共机制,制度对产权交换形式,进而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制度的作用可从公共机制与私人机制的相互替代视角进行思考.当一国的非正式制

度(如习俗、礼仪、宗教、惯例等)和正式制度(如政治、法律和行政体制等)可以对产权交换和

执行提供良好的支持时,交易双方就可依赖这些机制进行交易;而当公共机制缺失导致交易

无法进行时,交易各方不得不投资建立私人履约机制.然而,建立私人履约机制的成本会抵

消交易所带来的收益,当成本高到超过收益时,各方甚至会停止交易.North等(２００９)指
出,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源于产权制度进步,即从抑制生产和鼓励人格化交易的产权制

度向促进生产和鼓励非人格化交易的制度转换.但这种转换并不会自动出现,而是取决于

许多条件,甚至具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

　　通过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会计在交易合约的签订、执行和监督中都可以

发挥作用.Coase(１９９０)指出,不包含会计的企业理论是不完整的,其实他想强调的是会计

在计量体系中的作用.作为现代实证会计理论的奠基之作,Jensen和 Meckling(１９７６)对会

计在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阐述.其分析逻辑为,在市

场竞争和投资者理性预期的前提下,企业经理人的代理行为会体现在外部投资者的购买价

格中,即企业经理人的代理行为(包括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关系)越严重,外部投资者

对公司的估值就越低;为了提高公司的价值,经理人愿意采取约束其代理行为的各种机制.
其中,提供经审计的高质量财务报告就是其中的一种.另外,Watts和Zimmerman(１９８６)
以管制的掠夺观为基础,论证了会计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指出通过提供影响选民的会计信

息,可以降低官员与政治敏感型企业的政治成本.大量研究从企业合约和政治过程出发提

供了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证明了会计的合约有用性.但有关盈余管理的研究却

回避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即为何会计可以用于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什么样的会计更利于降低

交易成本.显然,这应取决于交易的内容或者交换的产权特征.例如,Ball等(２０００)指出,
新兴市场中企业的外部投资者可以通过私下沟通机制获得有关公司经营的各种信息,会计

主要用于相关者的利益分配,从而需要平滑而稳健的会计形态.这说明在不同的交易环境

下,交易成本的内容不尽相同,用于降低交易成本的会计标准也会有所差异.如前所述,由
于产权的交易成本取决于产权的特征,即产权界定和执行的机制,而私人履约机制又内生于

习俗、礼仪、法律、政治等各种公共机制,作为一种私人履约机制,会计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

作用与各种公共机制高度相关.换句话说,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会计选择会内生于一国公

共机制约束下的各种交易模式.下文将结合中国制度背景来分析中国特色的交易模式对会

计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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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特色会计实践的制度解析

　　李增泉和孙铮(２００９)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描述了中国的特色制

度变量,Wong(２０１６)则强调国有股权与政府干预、政府官僚、法律管制与行政体制、文化习

俗四个制度特征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关于这些制度特征的具体内容,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想强调的是,这些高层级制度参数所规制的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即产权交换形式)与
西方企业存在巨大差异.会计的主要载体是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商业模式差异可以作为

我们解读中国特色会计实践的出发点.

　　具体来讲,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中国企业更可能选择关系型交易,这与发达

国家中普遍采用的市场化交易具有显著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测度中国企业的关

系型交易模式,如集中的股权结构、普遍的政商关系、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以及集中的客户

供应商关系等.表２描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一些关系型交易类型.如PanelA 所示,无论

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中,大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和其他持股超过５％的股东)的持股比

例均超过５０％.与持股比例较低的小股东相比,大股东不仅有动机对公司经理进行直接监

督,甚至直接参与公司经营,因此有多种方式获取公司的相关信息.这与分散股权下小股东

的动机和信息获取方式有很大不同.PanelB 表明,在我国,只有极少数的上市公司不存在

与关联方的交易,超过２０％的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比例超过总资产的３０％.关联交易不仅

降低了公司经营活动对市场价格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给外部投资者评价公司价值带来了

困难(李增泉等,２０１１).PanelC 和PanelD 描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客户和供应商集中度.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对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依赖,近一半公司与前五大客

户或供应商的交易比例超过３０％,２０％左右的公司甚至超过５０％.集中的客户和供应商意味

着公司投资活动具有很强的专有性,这为不同公司信息的可比性带来了挑战.从PanelE 中

可以看出,截至２０１４年,４０％左右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具有从政经历,远超过世界平

均水平(Faccio,２００６).表２的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显著不同

于西方发达国家.
表２　关系型交易类型

PanelA: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年份
SOE NonSOE

控股股东 其他持股大于５％的股东 小股东 控股股东 其他持股大于５％的股东 小股东

２００３ ４５９３ ２０６５ ３３４２ ３２７３ ２１４１ ４５８６
２００４ ４５６５ ２１０３ ３３３２ ３３２２ ２２００ ４４７８
２００５ ４４０４ ２０８８ ３５０８ ３２１６ ２１０９ ４６７６
２００６ ３９３２ １９４０ ４１２９ ３０９６ ２００３ ４９０１
２００７ ３８８２ １８７６ ４２４２ ３１８８ ２０１０ ４８０２
２００８ ３８７８ １９０３ ４２１９ ３２５７ １９５８ ４７８５
２００９ ３９１９ １８７８ ４２０３ ３３２１ ２０６１ ４６１８
２０１０ ３９０９ １９４１ ４１５０ ３４４４ ２１２５ ４４３２
２０１１ ３９１４ １８９３ ４１９３ ３４０５ ２１２４ ４４７１
２０１２ ３９９８ １９１０ ４０９２ ３４５２ ２０５３ ４４９５
２０１３ ４０１７ １８５７ ４１２６ ３４０３ １９８４ ４６１３
２０１４ ３９９２ １８２０ ４１８８ ３３３９ １９２７ ４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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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关系型交易类型

PanelB: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年份
关联交易金额/总资产

０ [０,１０％] [１０％,３０％] [３０％,５０％] 大于５０％
２００１ １９１７ ３８２６ ２４１２ ９４２ ９０３
２００２ ２２２８ ３６８１ ２１７５ ９５８ ９５８
２００３ ２４９５ ３５３２ ２１１７ ８７０ ９８６
２００４ １３４４ ３６２９ ２７７６ １１３９ １１１２
２００５ １２０５ ３４７７ ２８４７ １２３９ １２３２
２００６ １２６９ ３３１６ ２８６９ １２１８ １３２８
２００７ １０８０ ３４６４ ２８７９ １２８５ １２９１
２００８ ９８７ ３７３８ ２６４６ １３７３ １２５６
２００９ １１５１ ３９５９ ２６７３ １１３５ １０８１
２０１０ １１８３ ４３１８ ２３３５ １０８９ １０７５
２０１１ ７６７ ４５９６ ２５５０ １０８９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３６２ ４１８３ ２４８４ ９５５ １０１７
２０１３ １３２９ ４２４０ ２４４８ １００１ ９８２
２０１４ ５８１ ４６０２ ２５９１ １０２７ １１９９
PanelC:上市公司客户

年份
向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０,１０％] [１０％,３０％] [３０％,５０％] 大于５０％
２００１ １３０５ ３９５４ ２３１３ ２４２８
２００２ １４９６ ４０４１ ２４６３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１５２６ ４０６４ ２４７０ １９３９
２００４ １６１６ ４２７０ ２１４７ １９６７
２００５ １５６６ ４２９３ ２０６７ ２０７５
２００６ １４５８ ４４５１ ２１６４ １９２６
２００７ １５０５ ４５１６ ２１０５ １８７５
２００８ １４８５ ４４１５ ２２２１ １８８０
２００９ １６４２ ４４１４ ２０９３ １８５２
２０１０ １４６６ ４４６２ ２１６６ １９０６
２０１１ １４９４ ４５００ ２１２８ １８７８
２０１２ １４８６ ４４６６ ２０８３ １９６６
２０１３ １４６１ ４４２３ ２２４２ １８７４
２０１４ １３９８ ４４５７ ２３２３ １８２２
PanelD:上市公司供应商

年份
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０,１０％] [１０％,３０％] [３０％,５０％] 大于５０％
２００１ ５８９ ２９８９ ２９１６ ３５０５
２００２ ５６５ ３３７１ ２９８０ ３０８４
２００３ ６４６ ３５５８ ２８５８ ２９３８
２００４ ７００ ３５１０ ２７０５ ３０８４
２００５ ７０２ ３６３３ ２８３７ ２８２８
２００６ ７４６ ３７３１ ２８７８ ２６４５
２００７ ７４７ ４０１８ ２８２９ ２４０６
２００８ ７６３ ３７５９ ３１９９ ２２７９
２００９ ７３４ ４１６５ ２７７４ ２３２７
２０１０ ５４８ ３９５５ ３１３７ ２３６０
２０１１ ５５６ ３９２９ ３１３７ ２３７８
２０１２ ５４８ ４１３６ ２８５８ ２４５８
２０１３ ５６５ ４１１８ ２９４５ ２３７２
２０１４ ６８６ ４１３５ ２９２０ ２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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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关系型交易类型

PanelE:上市公司政商背景

年份
上市公司政商背景

没有关系 董事长关系 总经理关系 董事长或总经理关系

２００１ ７３６４ ２２６０ １０５４ ２６３６
２００２ ７１８６ ２４４１ １０４９ ２８１４
２００３ ６８５３ ２７８５ １２１８ ３１４７
２００４ ６６２３ ２９６７ １４６７ ３３７７
２００５ ６７８３ ２８８２ １１６４ ３２１７
２００６ ６５４８ ３０５７ １２４４ ３４５２
２００７ ６３８５ ３２２３ １３４６ ３６１５
２００８ ６２５０ ３３４７ １３７３ ３７５０
２００９ ６１５４ ３４７０ １４９０ ３８４６
２０１０ ６０２５ ３６５４ １６６７ ３９７５
２０１１ ５８２０ ３８１２ １８１３ ４１８０
２０１２ ５７４７ ３８３８ ２２５１ ４２５３
２０１３ ５６４９ ３８８１ ２２７３ ４３５１
２０１４ ５７９３ ３７７２ ２２４０ ４２０７

　　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数据来源于 Wong(２０１６),关联交易和政商背景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客户

和供应商数据通过手工整理公司年报得到.单位为％.

　　在市场化交易模式下,决定双方交易行为的是市场价格,而价格的形成依赖于充分的市

场竞争.Hayek(１９４５)详细分析了市场价格对决策者的影响以及价格的形成过程,指出市

场主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自发将其拥有的各类信息,包括即时即地的专有信息以及科学

知识等提供给市场,客观上促进了包含各类信息的市场价格形成,而市场主体则进一步依据

市场价格获得其他主体所拥有的相关信息.简言之,在相关知识分散于不同个体的经济体

系中,价格就是个体决策的协调机制;当市场个体依据价格进行决策时,价格就成为一种信

息传递机制.基于市场化交易机制,西方现有的会计理论勾勒出包括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在

内的完美的资本市场信息传播机制:上市公司基于降低资本成本的内在需求,通过定期报告

和自愿披露向所有投资者公平披露事关公司价值的信息;审计师和独立董事等内部治理机

制为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保障;财务分析师和媒体等信息中介充分挖掘公司的私

有信息,并通过解读公开信息的方式对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监督;机构投资者基于市场公

开信息进行专业投资决策,决定股票价格,个体投资者的权益则被市场价格所保护.

　　而与市场化交易模式不同,关系型交易意味着交易各方具有显著的人格化特点,双方投

资后均被绑定,市场竞争无法自动消除败德行为.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依赖长期交往所形

成的专有资产,这种专有资产的价值足以保障双方自动履约.因此,交易的核心是维护双方

信任关系的专有资产.专有资产的治理作用取决于对方对其价值的评估:对抵押物的估值

越高,维持交易并支付溢价的意愿越强.于是,如何在交易过程中充分展现并提升专有资产

的抵押价值成为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Klein和Lefler,１９８１;Williamson,１９８３).该交易模

式对西方传统会计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首先,从计量的角度来讲,由
于专有投资具有长周期高风险特点,且这种风险高度依赖于交易对方的交易意愿和交易能

力(Coleman,１９８８),这给会计分期核算收益和成本带来了巨大挑战.Fan等(２０１４)就发现

政商关系的存在显著降低了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因此,基于会计信息评估公司经营状况的

可能性也会降低.其次,由于关系型交易需要很强的隐蔽性,公开信息披露有可能泄露公司

的商业秘密.例如,很难想象依赖政商关系经营的上市公司如何充分披露公司的行贿内容.
因此,通过不同来源信息相互竞争来监督管理层提供真实会计信息的可能性降低.最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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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系型交易的方式依赖双方的专有投资,这给独立第三方鉴证信息的真实性带来了巨大

困难.例如,当某公司向其客户赊销商品时,会计如何对其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从理论

上讲,该客户的还款能力取决于其财务状况,还款意愿则取决于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专有投资

(即客户违约带来的成本).而独立第三方很难对这种专有投资进行评估,也就无法对其坏

账概率做出合理估计.若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专有投资足以保证客户愿意配合公司进行盈余

管理,独立第三方的评估就更为困难.

　　以上分析表明,依据目前主流的会计理论来解读中国的会计实践会面临巨大挑战,我们

有足够理由相信中国特色会计实践的产生有其独特的解读路径,需要修正上述理论或发展

新的理论来解释和预测中国的会计实践.本文认为,解释中国特色会计实践需要遵循以下

分析路径:首先,我们要了解关系型交易模式下的交易成本是什么,会计是否有助于降低这

种交易成本,即会计信息的合约有用性;其次,我们要了解不同会计选择如何影响交易成本,
并据此鉴别可以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会计选择,即会计选择的解释逻辑.

　　关系型交易模式下的交易成本取决于交易的内容.总体上,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区分

为政商关系和商业关系.之所以如此区分,是因为政商关系中涉及官员,属于官僚体制的范

畴,官僚体制的运行与市场机制具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缺乏竞争,进入官僚体制的人(可称

为“政治人”)具有很强的粘性,无法像市场人士(可称为“经济人”)一样自由流动,因此政治

人的生存状态取决于其上级的评价,官僚体制内部的上下级类似“主仆”.而由于缺乏客观

评价指标和信息传递的困难,政治人的主要目标是取悦上级,即迎合上级的主观喜好(TulＧ
lock,１９６５).与政治人不同,市场体制下的经济人并不需要看“上级”眼色行事,因为他有众

多选择,可自由流动.这也意味着上级无法对下级进行歧视性奖惩,市场机制下没有真正意

义上的“上下级关系”(Alchian和Demsetz,１９７２).正是行为人流动性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体

制下不同的信息环境:官僚体制内部的信息通常是匮乏的,下级要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上级的

偏好,而上级则要随时提防被下级蒙蔽;在市场机制下,众多信息可以相互竞争,虚假信息很

难长期存在.于是对于政商关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通过取悦上级实现晋升是

主要的治理目标;而对于商业关系,如何展现专有投资价值以获得交易溢价是主要的治理目

标.因此,基于中国会计实践的会计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刻画会计信息在维护政商关系和商

业关系中的作用,即最大化政治人的晋升概率和经济人的专有投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关系的治理不仅包含网络内部人的相互交易,也涉及关系人作为一个群

体如何与关系之外的交易者相互交易.例如,当政治人与企业家建立一种政商关系并据此

帮助其晋升时,其中的治理机制不仅要保证政治人与企业家之间的相互信任,还要保证双方

的交易行为获得政治人上级的认可,且不被政治人的同事所反对,否则两者的相互关系将无

法实现其价值.再如,公司与客户建立攻守同盟实现交易价值最大化时也要取得受其交易

行为影响的其他企业的认可,否则攻守同盟就无法实现.当然,关系人交易的这种界外效应

是否会被关系人内部化,取决于制度环境对内部化成本收益的影响.以政商关系为例,当会

计信息用于关系人寻租以帮助政治人晋升时,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会随反腐力度的加强而降

低.这是因为反腐力度越强,寻租行为给关系人带来的政治成本就越高,而透明的会计信息

有助于网络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了解公司的寻租行为,从而公司通过降低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来隐藏寻租行为.因此,分析会计信息在关系治理中的作用时,需要同时考虑这两个维度.

　　另外,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或投资中介(如分析师、审计师和机构投资者)在关系型交易

模式下的作用机理也与市场化交易模式有很大不同.中介机构的主要作用是架起外部投资

４２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者与公司内部人之间的信息桥梁,因而需要被双方所信任.因此,西方主流的会计理论都将

独立性作为评价市场中介机构声誉的重要标准.例如,只有独立性强的审计师的审计报告

才会被市场认可,通过取悦公司获得信息的分析师报告会被市场投资者怀疑.而在关系型

交易模式下,只有融入公司的社会关系网,才有可能获得真实的信息,因为社会关系可以帮

助传递专有信息、建立信任关系和降低履约成本(Granovitter,１９８５,２００５).若中介机构完

全独立于上市公司,则无法对其会计信息进行鉴证.一旦进入关系网络,中介机构又如何取

信于外部人呢? Burt(１９９２)的结构洞理论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该理论的核心是,社会

网络关系中的结构洞可以为该位置上的组织和个人带来信息和资源优势.分析师或审计师

可以主动投资搭建公司内部人关系网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网之间的结构洞来发挥中介作

用.例如,审计师可以通过与公司内部人的社会关系来获取私有信息,同时通过投资专有资产

建立声誉来获得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从而发挥审计鉴证作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投

资对于中介机构发挥将关系人内部交易拓展至市场的功能尤为重要.因为一旦审计师与上市

公司内部人之间存在关系网络,则该网络用于侵占外部人利益以维护内部人利益的动机会增

强,此时若中介机构没有针对其独立性进行足够的专有投资,就很难取信于外部投资者.因

此,关系型交易下的中介机构如何获取和传递信息,也需要从关系的视角予以解读.

　　综上所述,在关系型交易模式下,会计信息可以在两个维度发挥作用:一方面,用于网络

内部治理,提升关系人的专有投资价值;另一方面,用于网络外部治理,提升整个网络的价

值.由于网络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存在很大差异,适于治理的会计选择标准也会有所不同:
在网络内部,交易各方具有很强的信任关系和各种信息沟通渠道,会计可能主要用于网络价

值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配,更注重可靠性;而在网络外部,交易模式类似于市场机制,会计

可能主要发挥信息的作用,更注重相关性.

　　至此,我们已就关系型交易模式与会计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国特色会

计实践的分析视角.但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关系型交易是不是我国所独有呢? 毕竟

已有文献发现,即使在美国等成熟市场体制下,政治干预与社会关系在资本市场中也具有重

要影响.若我国市场上的关系型交易与其并无差异,则很难说以此创建的理论具有中国特

色,甚至失去了构建新理论的必要性.本文认为,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使我国上市公司

的关系型交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从交易频率来看,关系型交易在我国更为普遍.
例如,从客户集中度来看,在美国只有不到１/４的上市公司披露有重要客户(销售占比超过

１０％或公司对其有很强的依赖性),①而我国上市公司中超过５０％的公司前五大客户的销售

占比超过３０％;从政商背景来看,Faccio(２００６)对全球４７个国家的上市公司高管政治背景

的考察表明,平均只有２６８％的公司控股股东或董事会成员具有政治背景,在美国甚至低

于０２％,这与我国上市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前所述,交易频率对交易方式具有重要影

响.Coleman(１９８８)指出,社会资本的价值对交易对象有很强的依赖性,行为人不愿为获得

社会资本进行专门投资,社会资本主要是某些特定交易的副产品.只有在足够高的交易频

率下,建立关系治理的机制才是有利可图的.因此,相对于关系型社会,在交易频率低的社

会环境中,用于关系治理的抵押品通常投资不足,仅能抑制获利有限的欺骗行为,从而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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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财务报告准则(SFAS１４＃)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披露销售占比超过１０％或公司认为重要的客户,尽管１９９７年颁
布的SFAS１３１不再要求客户名称必须披露,但仍需披露其销售占比.依据上市公司披露的分部报告信息,本文计算了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的数据,发现只有２３％的公司披露了重要客户,在所有披露重要客户的公司中,年度重要客户的数量平均为

２,公司向所有重要客户的合计销售平均占比为３４％(中值为２８％).



于特定的交易治理.其次,从交易性质来看,我国关系型交易也表现出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

异.政治学文献表明,在民主制下,政治家主要通过影响公众舆论获得政治升迁,经济政策

的制定要通过集体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而在民主集中制政体中,政治家主要通过取悦上级获

得政治升迁,经济政策的制定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家个人色彩.因此,民主集中制政体中的政

商关系更隐蔽,且更依赖政治家的关系网络(Jacobs,１９７９),进而要求与其相适应的治理方

式.从社会关系来看,我国社会中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社群,即
“差序格局”(费孝通,１９８５);而西方社会则主要是以边界清楚的组织为主体构建,依靠法律

关系来维持.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经济交易的影响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差序格局下的社会关

系难以拓展经济交易的规模,但对不确定性有更强的适应性(Fukuyama,１９９６).最后,我国

上市公司关系型交易的制度诱因也与西方国家有根本的差异.如 Williamson(２０００)的分层

制度所示,我国上市公司的关系型交易根植于我国特有的风俗、礼仪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法

律、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正式制度.制度诱因的不同决定了关系型交易的变迁路径也会

有所差异.例如,在非正式制度因粘性尚未同步变迁的情况下,各种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

体制的迅速变革会导致各类交易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从而对治理机制产生影响.例如,中
国美国商会的２０１６年度调查报告表明,外资公司认为“监管法律法规执行不一致、不清楚”
是在中国经营面临的最主要商业挑战.① 转轨过程中的各种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拓展关系

型交易的边界,也会给关系型交易的治理带来巨大挑战(Rajan和Zingales,１９９８).

　　综上所述,如何在官僚体制和市场体制下实现政商关系和商业关系的价值最大化,是中国

特色会计实践的解读逻辑,也是中国会计研究的国际化价值所在.换言之,中国特色会计理论

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特色概念框架搭建的一系列实现关系价值最大化的会计选择规则.

五、结　论

　　近二十年的中国会计研究国际化的价值为何? 未来中国会计研究国际化方向在哪儿?
这些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发端之际引起了学界热议.本文试图从实证科学方法

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实证科学方法强调以经验证据对理论进行证伪,并将其作为检验理论有效性的唯一标

准.该方法在２０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被引入会计学界,重视会计实践在理论构建和检验中的

作用,以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作为分析目标,实现了从信息观到合约观的理论突破.自合约观

提出以来,西方学术界针对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提供了足够的经验证

据,指出会计信息的主要作用是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而目前基于机会主义对会计行为的

解读并不符合契约理论关于不同合约相互竞争以实现交易成本最小的论证逻辑,需要构建

正面解读会计行为的新理论,以实现会计理论的进一步突破.

　　中国迥异于西方制度背景的会计实践为此提供了机会.本文以实证科学方法的评判标

准,对发表在国际会计期刊上的中国文献进行了分析.其中,支持型文献利用中国专有数据

提供了支持现有理论的经验证据.除了部分文献利用私人渠道获得的税收监管数据外,这
些文献主要借助中国资本市场提供的审计数据和分析师数据,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市场的审

计和分析师行为符合代理理论的解读逻辑.而反驳型文献聚焦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得到

了与现有理论预期不一致的经验证据.除了针对中国特定管制法规的研究外,这类文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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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注了中国两个制度特征,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公有产权属性,其二是中国市场较弱的投资

者保护.证据表明,西方普遍用于降低代理成本的市场机制在中国资本市场体现出显著的

政治属性.上述两类文献主要以西方理论选择中国会计实践,并以支持或反驳既有理论作

为研究动机,不仅可能遗漏重要的中国会计实践,也没有实证解读中国实践背后的决定力

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研究的国际化价值.

　　为了丰富中国研究对中国会计实践的指导意义和提高研究的国际化价值,未来的研究

应立足中国特色会计实践,对既有理论进行修正或构建新理论.以产权作为分析工具、强调

交易模式内生于制度约束的产权经济学为我们甄别和解读中国会计实践的中国特色提供了

分析框架.中国关系型交易模式下的会计计量、披露与鉴证都与市场化交易模式有根本不

同;通过提升政治人的晋升概率来维护公司政商关系的价值,以及通过提升经济人治理商业

关系的专有投资估值来维护公司的商业关系网络,可能是中国会计规则的选择逻辑.未来

的研究可据此猜想新理论,发展出分类描述中国会计实践的概念框架,并交给中国会计实践

进行证伪.这就是本文提出的中国会计研究国际化的可能方向.

　　当然,实证科学方法是不是人类认识世界、实现知识增长的最优方法,在哲学上尚有争

论;产权经济学是不是鉴别和分析中国特色会计实践的最优理论体系,也尚未接受足够经验

证据的证伪.因此,本文提出的相关建议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中国特色会计实践,
尚需接受未来研究的不断检验.本人愿以此求教学界同仁!

　　∗ 作者特别感谢陈冬华、陆蓉、夏立军、辛清泉、黄德尊等学者以及我指导过的博士生叶青、官峰、孙安

其和武凯文等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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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国际会计期刊中国主题论文基本信息

编号 作者(年份) 期刊 研究主题 方法论

１ Chen,Cheng,Lin,LinandXiao(２０１６) TAR 美国市场中国概念股的信息披露行为 反驳型

２ Li,Qi,TianandZhang(forthcoming) TAR 审计师个人层面的审计失败传染效应 支持型

３ Kim,Li,WeiandZhang(forthcoming) CAR 政治干预对媒体报道的影响 反驳型

４ Fang,Pittman,ZhangandZhao(forthＧ
coming) CAR 集团关联对审计选择的影响 反驳型

５ Cheng,Du,WangandWang(２０１６) RAS 分析师调研对盈余报告的影响 支持型

６ Gong,Li,LinandWu(２０１６) TAR 事务所合并对审计效率的影响 支持型

７ Lennox,WuandZhang(２０１６) JAE 审计调整对会计质量的影响 支持型

８ Guan,Su,WuandYang(２０１６) JAE 社会关系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 反驳型

９ HuyghebaertandXu(２０１６) JAE 投行关联分析师的乐观评级行为 支持型

１０ Chen,Peng,Xue,YangandYe(２０１６) JAR 审计师个人层面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支持型

１１ Huang,Raghunandan,Huang and
Chiou(２０１５) TAR 审计师个人层面的LOWBALLING 现象 支持型

１２ Lee,LiandZhang(２０１５) TAR 美国市场中国概念股的公司价值 反驳型

１３ Ke,LennoxandXin(２０１５) TAR 市场环境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反驳型

１４ Piotroski,WongandZhang(２０１５) JAR 政治干预对公司隐藏坏消息的影响 反驳型

９２

李增泉:关系型交易的会计治理



续附表　国际会计期刊中国主题论文基本信息

编号 作者(年份) 期刊 研究主题 方法论

１５ Hung,WongandZhang(２０１５) CAR 政治关联与市场声誉的价值差异 反驳型

１６ Hou,Jin,Yang,Yuan and Zhang
(２０１５) CAR 业绩承诺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反驳型

１７ Lennox,WuandZhang(２０１４) TAR 审计轮换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支持型

１８ Gul,WuandYang(２０１３) TAR 审计师个人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支持型

１９ Chen,GuanandKe(２０１３) TAR 国有企业高管的股票期权激励合约问题 反驳型

２０ Chen,KeandYang(２０１３) TAR 行政管制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反驳型

２１ Gu,LiandYang(２０１３) TAR 基金佣金分配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 支持型

２２ Firth,Lin,LiuandXuan(２０１３) JAR 基金佣金分配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 支持型

２３ Yang(２０１３) CAR 政治关系对审计行为的影响 反驳型

２４ Du,TangandYoung(２０１２) TAR
政治因素对国有企业高管主观业绩评价的
影响

反驳型

２５ Hung,WongandZhang(２０１２) JAE 海外上市对国有企业高管升迁的影响 反驳型

２６ He,WongandYoung(２０１２) CAR 制度环境对国际会计准则执行效果的影响 反驳型

２７ Firth,MoandWong(２０１２) CAR 会计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支持型

２８ Ke,RuiandYu(２０１２) RAS 国有企业会计信息的高管激励合约有用性 反驳型

２９ Tang(２０１１) JAE 信息披露对股票价格信息含量的影响 支持型

３０ Chen,Chen,LoboandWang(２０１１) CAR
产权性质如何影响审计质量和融资成本的
关系

反驳型

３１ HungandWu(２０１１) CAR 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支持型

３２ Chen,SunandWu(２０１０) TAR 制度变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反驳型

３３ Chan,LinandMo(２０１０) JAE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一致性对企业纳税
行为的影响

支持型

３４ Chen,Chen,LoboandWang(２０１０) JAR 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反驳型

３５ JinandWong(２０１０) RAS 关联交易在盈余管理中的作用 反驳型

３６ Wang,WongandXia(２００８) JAE 市场环境对公司审计师选择行为的影响 反驳型

３７ Chan,LinandMo(２００６) RAS 政府干预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 反驳型

３８ Haw,Qi,WuandWu(２００５) CAR 配股申请中的盈余管理问题 反驳型

３９ ChenandYuan(２００４) TAR 配股申请中的盈余管理问题 反驳型

４０ ChanandMo(２０００) TAR 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期的避税行为 支持型

４１ Aharony,LeeandWong(２０００) JAR 公司上市前的财务包装行为 反驳型

４２ Chen,SuandZhao(２０００) CAR 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 支持型

４３ DeFond,WongandLi(１９９９) JAE 审计质量提高对审计市场的影响 反驳型

４４ ChanandChow(１９９７) JAE 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的避税行为 支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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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GovernanceRoleofAccountinginRelationshipbased
Transactions:ParadigmExplorationofInternationalized

China’sAccountingResearch

LiZengquan１,２

(１．SchoolofAccountancy,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２００４３３,China;

２．InstituteofAccountingandFinance,ShanghaiUniversityof
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２００４３３,China)

　　Abstract:Withanaimtocontributeto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China’s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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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thispaperreviewspriorChinaaccountingstudieswithinaframeworkofpositivＧ
istepistemology,andthenprovidestheoreticalconstructionlogicbasedonaccounting
practic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PositivistepistemologyalwaysemphasizestheimporＧ
tantroleofpracticeintheoreticaldevelopment,andnotesthattheonlywayforhumanbeＧ
ingstoobtainknowledgeistoconstructtheorieswhichareusedtoexplainphenomenaand
predictpracticesthroughconjecturesandthentesttheorieswithempiricaldatatoeliminate
thefalseones．ThehistoryandrapidgrowthofwesternaccountingresearchprovetheimＧ
portanceroleofpracticeintheoreticalconjecturesandrefutation,andimplytherationality
ofaccountingpractic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svaluesourceoftheinternationalizaＧ
tionofChina’saccountingresearch．Alongthisline,accordingtotheroleofChina’sacＧ
countingpracticeintheoreticaltest,theChinaaccountingstudiescoveredinthispaperare
classifiedintotwocategories,supportiveandcritical．Thefirstgroupofstudiesfocuseson
providingempiricalevidenceusingChinadatatosupportexistingwesterntheories,while
thesecondgroupofstudiesplacesemphasisonaccountingpracticewithChinesecharacterＧ
isticstoprovideempiricalevidencewhichisnotinaccordancewiththeoreticalpredictions
andpointoutthelimitationsofrelatedtheoriesapplicabletoChina．Althoughbothgroups
ofstudiesmake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ofexistingwesterntheories,theyhave
notconstructednewtheoriesbasedonaccountingpractic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so
theyhavelimitedassistancetotheidentificationofcharacteristicsofChina’saccounting
practiceandoperationrulesbehindthepractice．Itarguesthatpropertyrightseconomics
takespropertyrightsasananalyticaltool,andemphasizesthatbusinessmodelsareendogＧ
enoustoinstitutionalvariables,thusofferingtheanalyticalroutetotheidentificationand
explanationofaccountingpractic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romaninstitutionalperＧ
spective．Finallyitanalyzesthegovernancelogicofaccountinginformationinrelationship
basedtransactions,andpointsoutthatthedemandforaccountinginformationinrelationＧ
shipbasedtransactionmodelisbasicallydifferentfromtheoneinwesternmarketbased
transactionmodel．FutureChina’saccountingresearchaimstoproposeasetofconceptual
frameworkandlogicrulestoexplainandpredictthegovernanceroleofaccountinginrelaＧ
tionshipbasedtransactions．Itnotonlyenrichestheguidanceofresearchtopractice,butalＧ
soincreasestheinternationalizationvalueofChina’saccountingresearch．
　　Keywords:relationshipbasedtransaction;governanceroleofaccounting;positivist
epistemology (责任编辑　康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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